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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构中的殊途同归

———评姚新中«早期儒家与古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

王强伟∗

姚新中«早期儒家与古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一书,采用比较研究

的方法,选定早期儒家和古以色列经典文献中的各五部著作,对两种智

慧传统进行了解释学“重构”,在研究方法和比较对象选取、智慧目的和

智慧悖论的探讨等方面洞见迭出.同时,在区分古以色列传统的基督

教与犹太教因素、相关儒家经典的界定与解释,以及汉译本的某些细节

等方面存在或可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该书通过比较研究,向读者展示

了不同传统通达智慧的“殊途同归”.

智慧,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语,很少有人去追问其确切的

定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熟络并有效地使用着各式各样的“智慧”进行交流. 在

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与智慧最沾边的,恐怕非哲学莫属了,因为哲学的初始含

义即“爱智之学”. 古希腊诸先贤开创的这个学科影响深远,至今魅力依旧. 因

此,谈论哲学中的智慧似乎是更加合理、更易于被接受的事情,毕竟二者都与近

世以来大为昌明的“理性”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 但是,如果要在百姓日用

常行的“生活之道”中找寻智慧,而且是要梳理其中久已存在的智慧传统,恐怕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同时面对两个古老文明中的智慧传统,并且要以比较

的视野,察其同异,溯其根源,无疑更是难上加难. 这样的尝试绝少有学者敢去

触及,即使有所成就,也很少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与接受. 然而,如此艰巨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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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由著名学者姚新中先生的大作———«早期儒家与古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①

出色地完成了.
读罢此书,我们不禁钦服作者的气魄与学识. 因为书中处理的是代表东西

方文明源头的两种古老传统———希伯来文化和儒家文化中的智慧传统. 具体的

断代,作者选取了“早期儒家”和“古代以色列”的相关元典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

历史上看,这是两条本无交点的平行线,各自有着属于自身的文化形态和发展轨

迹,但是作者采取比较的视角,公平地将二者摆到了同一个操作台上,通过对比

和相互映照,为我们呈现了单一研究难以触探的文化盲点. 平和的心态、巧妙的

布局、缜密的论证,读来绝无纠结于异质文明之间的扯裂痛感,也无立场偏执、义
愤填膺的本位主义价值评判. 读者享受的只是纯粹学术视野中的理论分析,娓

娓道来而洞见迭出,规模宏阔而不失细腻. 这也正是该书最为引人入胜之处.

一、全书内容概览

全书包括前言、正文七章和结语,结构严整. 前言部分给出题解,并交代了

全书各章主要内容、文献选取等情况. 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概念的界定必不可

缺. 对于该书的核心概念“智慧”,其定义前人已经有很多论述. 作者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他把智慧界定为“一种知识、能力或技能和洞察

力”,“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一条通往人类命运的路”,其更深层、更为

本质的含义,则是“对世界秩序的反映”.② 通过以上形式和实质两个维度的界

定,作者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他要处理的“智慧”概念. 至于题目中涉及的两

种文明传统,作者坦言,对于何为“儒家”或“以色列”,学界争论不休,很难给出明

确的时间范围. 其实,思想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按照线性历史的轨道一路向前,
实际上,思想的逻辑性在很多时候不与历史完全吻合,甚至是反历史的. 在这种

情况下,作者果断选择从文献入手,坚持解释学的进路,注重的是典籍和思想的

历史效果,从而避开文献时代定位的纷争. 作者从两种传统中各选取了影响深

远的五部元典作为分析对象.③ 从这些典籍的编定情况,可大略了解该书关涉

的大致时间范围:“早期儒家”是指先秦时期,部分注解作品可能下及汉初;“古以

①

②

③

该书英文版为 XinzhongYao, WisdominEarlyConfucianandIsraeliteTraditions, Ashgate
Pub．Co．,２００６．中译本为: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陈默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 除特殊说明外,下文引用该书,均为中译本.
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１５页.
这些元典分别是,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周易»«中庸»,希伯来传统的«箴言»«约伯记»«传

道书»«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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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时限大致定在“巴比伦之囚”归来之后,而两部«智训»则明显是希腊化时

代的作品. 可见,时间下限基本是在公元前后,也就是把雅斯贝尔斯厘定的“轴

心时代”推后了２００年左右.①

正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作者的比较研究方法论,不仅对该书

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比较研究的学术领域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价

值. 第二章逐一分析了该书采用的早期儒家与古以色列各五部经典文本,从这

些文献的形式及其内容上的相似性,论证了两种文明中的智慧传统具有可比性,
为此后各章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智慧与知识之间

的关系,对以往研究中关于“智慧≠知识”的判定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在两大传

统中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四章从实践的角度考察智慧作为一种 “生活之道”
(wayoflife),展示了智慧作为生活向导的实用维度. 这是重视行为的儒家和希

伯来传统的相通之处,也是二者不同于其他轴心文明侧重沉思玄想和理论建构

的独到之处. 第五章讨论了智慧的伦理学内涵,以人性为基础,辨析了智慧与德

性(virtue)的关系,这对于时下热议的儒学作为一种“德性伦理学”或许不无启

发;具体的人格是伦理的呈现,本章还选取两种智慧传统中的“智者”和“圣人”,
“义人”与“君子”等典范人格形象展开了比较分析. 第六章探讨智慧在家庭和社

会、政治生活等公共领域中的意义,特别强调智慧的关系性及其在关系中的生成

和发挥作用. 第七章接近尾声,关注于智慧的世俗性和神圣性分析,重点发掘了

智慧在早期儒家和古代以色列思想中均存在的神圣源头,同时也指出两种传统

对于这个神圣维度的不同理解,最终归结到前期建构起来的二者之间是神本主

义与人本主义的区别这一根源上来.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总结了此前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智慧之旅”的终极目

标在于“冲破人的有限性”②. 不止于此,结尾部分还归纳了两种智慧传统中存

在的三组“悖论”③,并且通过分析早期儒家和古代以色列对于这些智慧悖论截

然相反的破解路径,展示了通达智慧之路的“殊途同归”.

二、本书亮点分析

以上是对于该书的总体概述,下面将通过几个笔者关注的问题,具体谈一下

①

②

③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８００~前２００年. 参见[德]卡尔􀅰雅斯贝尔

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８页.
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２２０页.
对这三组“悖论”的具体分析将于下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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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该书过程中遇到的部分洞见.
首先,将“解释学重构”的研究方法进入比较研究,体现出高度的方法论意识

之自觉. 关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如何借鉴或者

构建一个合理的研究模型,把所涉及的不同研究对象纳入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

讨论,成为开展比较研究必须解决的难题. 诚如作者的梳理,既往的比较研究多

采用文本研究或现象学描述的进路①,这就容易导致两个弊端:其一,过多地依

赖于文本分析,将远离现实生活,使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丧失动力,并且单纯的

文本分析极易流于文本的考订等琐屑,远离了思想世界;其二,现象学描述的进

路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历史主义还原论,往往导致追求全面,有森林却不见树

木,很难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从而流于表面. 作者所采用

的解释学重构方法,可以说很好地化解了以上两大难题. 解释学把关注的重点

放到了效果历史上来,不再纠结于彻底的历史还原和琐碎的文本考据,而是从解

读者的当下处境出发,通过解释以重构核心概念在人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所产

生的作用和影响. 通过对选取不同传统中共同存在的一个重要概念,并分别对

其展开解释学意义上的追踪考察,构建起立体而全面的思想世界图景. 在这个

过程中,概念的哲学发展意义凸显了出来,对逻辑性的重视超过了历史性,这种

模式更加符合思想的历史发展规律.
其次,关于早期儒学与古以色列智慧传统中的比较案例选取多有发明. 例

如,作者讨论智慧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时,最终将两种传统的家庭归于等级制和

父权制,但同时指出二者建基于不同的平等性基础之上.② 既然是等级制,则很

难理解其中体现出来的平等观念. 对于两种传统,作者分别提出了“神学平等”
(theologicalequality)和“道德平等”(moralequality)这两种不同的平等形式.
简言之,所谓“神学平等”,是指犹太家庭中的父母子女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

信仰的意义上,彼此之间具有平等性;而儒家尊崇道德对智慧的决定关系,因此

其“道德平等”是指家庭中的每个个体都需要完成属于自己的道德义务,从道德

完成而言,家庭成员之间是平等的. “神学平等”和“道德平等”概念的提出,不仅

是智慧传统研究中的创新,同时也对于平等概念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还有,虽然该书的文献分析对象中没有“先知书”,但是“先知—预言”作为希

伯来传统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是犹太—基督宗教文化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更
何况先知和预言中的一些伦理论断同样可以归于该书讨论的“智慧”范畴. 作者

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辨析知识与智慧之间关系的篇章中,该书集中论及了先

①

②

参见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２６页.
参见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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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预言. 此处作者的创新在于,区分了“事实知识”(factualknowledge)与“预

言知识”(predictiveknowledge). 前者是指事实的陈述,属于常见的知识形态;
而后者则是比较特殊的知识形式,一般视为希伯来启示—预言传统的特色,但是

作者通过研究表明,也存在于早期儒家智慧之中. 不同之处在于,以色列的预言

知识来自先知对上帝话语的转述,而儒家的预言知识则是建立在杰出人物的道

德修炼及其对既有历史经验的体验和解读的基础上. 这种把预言和知识联系起

来的做法,以前很少见到. 紧接着,他围绕所选儒家文献中出现的“先知”进行了

梳理,从中国文化的视角论证“圣人”与预言、预言知识之间的关系.① 在这个过

程中,作者更多地从知识论和伦理学维度来强调“圣人”的世俗能力对于预言的

作用,而扭转了以往多注重于神秘主义的“天”对于儒家预言知识的影响. 这是

对既有先知、圣人以及预言研究的一个推进.
第三,对于智慧目的的揭示,以及智慧悖论的提出与解决,完成了该书主题

即智慧研究在逻辑上的自洽. 以往研究多把智慧囿于纯粹理性范围内进行分

析,突出强调智慧是人类所具有的区别与宇宙间其他生物的高贵能力,始终高扬

和尊崇理性,忽视了智慧中的精神层面,对于智慧的来源与目标更是很少提及.
该书作者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两种智慧传统中,智慧的本质目的在于“冲破人的

局限性”②,这就等于承认了人类存在局限性,并且追求对这种局限性的突破是

人类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作者认为儒家与古以色列在谋求这种局限性的

突破时,表现出别树一帜的发展路向,即二者多采纳精神的(spiritual)与道德的

(moral)进路.③ 这是与理性主义模式有着根本差异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必须

承认,这种方式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种“精神

的”与“道德的”本该与理性同为人类思想的一体两翼,但是启蒙时代以来,理性

的无限度膨胀,遮蔽了精神与道德维度,人类因此遭受的惩罚也只能恶果自食.
作者还归纳出两种传统智慧文献中存在的三个悖论:可变与恒常、特殊与普

遍、神圣与世俗.④ 所谓可变性,是指智慧论述的内容与形式随着历史发展各有

不同,而就其理解与鉴识世界秩序这一本质而言,具有不变的恒常性;相对于自

身的传统和处境,智慧具有特殊性,以面对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在根本的伦理

教导意义上,两种智慧又表现出普遍性,能够获得不同传统中的人们的共同接受

和认可. 两种智慧虽然都以人间生活为关注中心,但是都具有超越的神圣维度,

①

②

③

④

参见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７６~８０页.
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２２２页.
参见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２２３页.
参见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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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化承认智慧的神圣源头,而儒家则努力通过世俗的道德实践,“下学而

上达”. 继而,作者认为两种传统不同的立足点,导致二者对于这三个悖论的解

决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路径:古以色列崇尚智慧的永恒、普遍和神圣性,故而是以

不变知可变、以普遍知特殊、以神圣知世俗,而早期儒家的进路与此完全相反.
作者指出,这种进路上的“相反”,并非对智慧的否定,恰恰体证了智慧的多样性.

三、几点讨论

比较研究进入汉语学界的哲学、文化研究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关于外国传

统与中国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著作也已出版多部,但是距离通常采用的衡量一

个学科发展趋势与前景的“繁荣”这一标准而言,尚有较大差距. 我们看到,近年

来由于一批学者的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已经超出纯粹学术的范围,而成为

一项广为政府和大众接受的事业. 此处不论其间褒贬,仅就其对于比较研究,尤
其是中外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推动功效来看,是十分有益的. 而且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这或许会成为一个潮流. 如何更加有效“预流”? 当务之急,是扩大对

世界各大文明的了解和认知,不断丰富传统个案的多样性形态,为进一步的交

流、对话与比较奠定基础.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于以理性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科学传

统倍加推崇,而这里想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希伯来传统认知的有限性.
希伯来作为普遍认可的西方文明的“两希源头”之一,国内学界对其重视和认知

程度与其本有地位远不相称. 当然,我们承认,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希伯来

(或曰“犹太”)的引介与研究大有进展①,但是 根 据 观 察,实 际 情 形 尚 且 难 称

乐观.
我们都知道早期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的一个教派,后来经过历史发

展与演变,而成为分庭抗礼者,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取代者”. 在犹太学还未系统

引入中国之前,人们对于希伯来传统的核心———犹太教的认识,完全来自于基督

教,或者确切地说即«旧约». 不得不承认,旧约研究是国际圣经研究的一大热

点,但是国内学人在追踪国外动态时,忽视了来自犹太学者阵营的观点和研究成

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的犹太研究逐步发展起来,上海社科院、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

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先后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犹太研究机构,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学术专著和译著,对学界

和整个社会正视犹太传统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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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就此而言,该书对于二手研究资料的选取范围或许还可以再作拓展.① 窃

以为,该书以“古以色列”作为标题和主要关注对象,其关涉范围应该突破圣经研

究的领域,同时适当地借鉴犹太学传统本身. 毕竟无论在英文还是中文语境中,
“以色列”都无法与基督教画等号,提及“以色列”,人们首先联系到的可能更多的

还是犹太人与犹太教. 即使使用“希伯来”,也是传达出一种与犹太教关系更为

密切的意思.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学者在«旧约»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但
是如果能够更好地处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并清理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学

术引介和知识普及无疑将会产生更大裨益.
第二,有关儒家智慧文献的界定与选取问题. 不同于希伯来传统明确划定

相关几部经书为“智慧文献”,儒家很少谈论“智慧”,也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的“智

慧传统”. 儒家五常中的“智”与该书所论“智慧”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否可以等

同,这些问题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还可以继续讨论.② 作者在书中以«论语»«孟

子»«荀子»作为代表儒家智慧的三部核心典籍,以«易经»和«中庸»作为辅助. 作

者也承认,儒家传统中从来没有把这些文献认定为“智慧文献”③,那么,所谓“儒

家智慧”就更多的是来自文献解释过程中的“重构”.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所选

五部文献作为早期儒家之智慧代表是否合适? 姑且不论后世定型的“十三经”,
单是“六经”或某一部,是否应该在建构的“智慧传统”中占据一个位置? «周易»
作为六经之首,号称“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始终”,其实与作者开篇拟定的“智

慧”定义也相符合. 作者在书中将«周易»处理为“辅助文献”或许另有考虑? 在

我看来,既然儒家没有明确的关于智慧、智慧文献、智慧传统的界定,那么,这种

来自“重构”的智慧,更应该直面“泛智慧论”的质疑. 在崇古、敬畏传统的中文语

境里,“人生智慧”一词基本可以全部囊括所有的古代圣哲话语. 由此,如何处理

庞杂的儒家文献和一个明晰恰切的“智慧”概念之间的关系,构建起儒家的“智

慧”传统,值得我们在作者大作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论证和思考.
最后,顺带指出中译本存在的几处印刷错误. 虽然这些失误对于读者理解

和把握全书主旨并无妨害,但还是希望有助于提醒中文读者稍加留意.
(１)第２７页,注释２:海德格尔的著作BeingandTime,误作Beijingand

Time(查英文原文在第２５页,并无错误),汉译也由此而致误译了.

①

②

③

从中译本第１０~１１页的研究综述可知,对于“古代以色列智慧传统”,作者更多地使用基督教背

景“旧约研究”学者的相关著作,而对于犹太背景的论著涉及不多.
作者在论及«孟子»作为智慧文献之一时,曾论及孟子和“智”(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

传统比较»,第３７页),可惜没有详尽展开.
参见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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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６０页,注释１:将“冯契”误作“冯启”.
(３)第８０页,注释１:将所引理雅各英译«尚书􀅰汤诰»中的一句“降灾于夏”

(Itsentdowncalamitieson(theHouse)ofHsia,原书第７６页),回译错误.
(４)第１６７页,将«圣经»中以色列的第一个王Saul译作“索尔”,而汉语«圣

经»一般译作“扫罗”.
(５)原书征引了大量国外汉学家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献,这些汉学家在中国学

界一般有通用的汉语名字,窃以为在翻译时是否可以考虑参照通例,这样将会更

加方便于读者查考和进深阅读.

结　语

比较研究由来久矣. 首先,“比较”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已经普遍地存

在于先民的思维结构之中. 按照认知规律,在面对全新的事物时,人们总是要借

助于熟悉的既有资源,将新事物与之进行类比(analogy)、对比(contrast)或比较

(comparison),最终实现认识和理解. 这种认知过程,常见于现代人对古代传

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或者相反)的了解、学习与研究.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

时空差异的存在,使得比较研究往往容易招致非议,乃至质疑:研究主体都有自

身的生存处境,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价值中立(valuefree)而不会掺

杂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具体到中国学者从事的比较研究工作,其出发点和目的

至少有三个:其一,通过比较映照出自身传统内部研究难以呈现的特点;其二,学
习了解外来文化;其三,借鉴外来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与中国传统实现会通,再造

新的文明.① 这是存在有机联系的三个环节,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每个环节都

透露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加之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承传而来的天下情结与纯

粹学术研究之间的天然张力,所以,中国学者从事的比较研究总是要承受更为严

厉的评判、挑剔甚至指摘. 我们姑且名之曰“中国学者从事比较研究的困境”.
该书的研究可以说对上述困境作出了自己的回应. 作者曾经长期在西方语

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对儒学研究颇有所得②,并且出版过有关儒学和基督教

①

②

傅有德教授认为这是“比较研究”的四个层次中的最高一级. (参见傅有德:«关于比较哲学方法

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作者主编了一部英文版«儒学百科全书»(XinzhongYaoed．, EncyclopediaofConfucianism,

Vols．１Ｇ２, Routledge,２００３),并出版了英文«儒学导论»(XinzhongYao, AnIntroductiontoConfucianＧ
ism,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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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的著作①,对于儒学和犹太—基督宗教传统都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知.
该书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取,都严格自守于理论分析的范围之

内,有效地避免了卷入现实的纷争.
一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该书是其此前一部有关儒学与基督教比较研究

的著作②的延续,虽然研究的文献对象由«新约»转向«旧约»中的智慧文献,但是

前书开启的比较研究框架还是基本保留了下来,尤其是该书中作者一再强调的

两种传统之间“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根源性文化差异. 根据作者的研究,
文化模式还存在一种“自然主义”.③ 继而起之,在该书的第七章中,作者提出了

“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智慧思考方式:神本主义智慧、人本主义智慧和自然

主义智慧”④,从而呈现出了研究旨趣和方法的一贯性.
总之,该书通过解释学以“重构”智慧的努力,向读者展示了两条直通智慧大

道的路径:虽然存在文化气质(ethos)根源之迥异,却终究驶向本质精神维度的

“殊途同归”.

①

②

③

④

XinzhongYao,ConfucianismandChristianity:AComparativeStudyofJenandAgape,SusＧ
sexAcademicPress,１９９６．该书已经有中译本,参见姚新中:«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赵艳霞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指«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一书.
参见姚新中:«宗教比较研究方法论»(«哲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７期),以及«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

的比较研究»,第１５~１７页.
姚新中:«早期儒家与以色列智慧传统比较»,第１９０页.


